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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萍＊

機器是否感覺上比人腦更正確、更有效率、更中立而不帶偏見？當您進行

三位數以上的加減乘除心算，是否會以計算機驗算才安心？當手機默默記錄主

人往返住家與工作地的時間與路線，並在某日主人開車上班前，跳出訊息提醒

預計到達工作地的時間，您是否覺得這項服務特別貼心？隨著 1980年代機器學

習 （machine learning） 技術突破，2000年代出現大數據 （big data） 成為機器學習

的基礎，與 2011年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技術精進 （Russell & Norvig, 2021: 

42-45），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AI） 已悄然進入人類生活，

並在政府部門扮演重要的角色，藉由其處理與辨識巨量資料的能力，為政府部

門提升行政規模、降低成本與提升服務品質 （Young, Bullock, & Lecy, 2019）。

當 AI技術進入政府部門，廣泛應用於刑事司法、警察執法、醫療照護、國

土安全與國境管理、教育、國家財政、公共就業、國防各領域 （李翠萍、張竹

宜、李晨綾，2022），行政效率的提升確實有目共睹。今年 8月 BBC一則有趣

的報導指出，法國政府利用電腦視覺 AI找出超過 2萬個未合法申報的住家游泳

池，1因而替政府追討回大約 1千萬歐元的稅收 （BBC News, 2022）。相較於私人

企業，公共政策攸關公共利益與社會正義，因此政府部門利用 AI技術時更應謹

慎為之。近年來，公共行政學者開始關注 AI在公共政策過程的使用，以下先簡

要介紹 AI技術，再說明近幾年來新興的研究主題。

一、  強 AI與弱 AI

AI的定義有狹有廣，依照其與人類能力的距離來看，可有強、弱之分，能

力與人類相當的通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屬於強 AI 

（strong AI），目前最接近的設計是如 Apple的虛擬助理 Siri，但其未完全符合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依照法國法律，因住家增設游泳池會提高財產價值，因此需要多繳財產稅 （BBC New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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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標準，僅屬擦邊球。另一種強 AI是超越人類的超級人工智慧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目前尚未研發出來。至於弱 AI （weak AI） 則只能依照

人類設定的目標來完成工作，例如贏一盤棋或辨識圖像，限制領域人工智慧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 便屬此類 （Kavlakoglu, 2020）。目前應用於

公共行政領域者只是 ANI，大都用於決策輔助，必須在人 （官僚人員） 機 （ANI

系統） 互動之下，才能影響民眾福祉，在此，官僚人員是決策過程的關鍵中介

者，他們對於 ANI的態度，例如依賴、信任、警覺等，影響公共利益甚鉅。

二、  公共行政與 ANI決策輔助系統

Herbert Simon認為，決策是行政的核心，而行政理論的語彙應該來自人類

選擇中的邏輯學與心理學 （Simon, 1997），此說法在公部門大量應用數位科技作

為決策輔助工具的今日，深具意義。ANI從歷史大數據學習，在人類的目標指

令下，對標的對象進行預測、判斷，或提出警示，以作為決策參考。在動態複

雜的環境條件下，ANI更能顯出其高效率的特質，而人類也能因此擺脫大量而

重複的工作，專注於更有創造性、更貼近人性的思考與設計。然而，官僚人員

作為民眾與 ANI的中介，其面對機器的心理狀態 （信任、依賴程度） 與對機器產

出的推論詮釋，決定了 ANI如何影響民眾福祉。以下將從決策階段、人機互

動、政策結果與 ANI治理，檢視公共行政研究的幾個新議題。

（一） 決策階段中的 ANI
官僚人員的決策過程可簡可繁，端賴問題的結構與所鑲嵌的環境系絡，亦

即，任務內容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會影響公部門對 AI的偏好 （Bullock, 2019）。在

公共領域中，高度結構化與複雜性低的問題，或可依賴完全自動化 （full 

automation） 的 ANI來處理，但低度結構化與複雜性高的問題，雖較難以完全自

動化，但 ANI仍能提供決策輔助的功能。然而，ANI如何適用於各決策階段，

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一般而言，在決策做成之前，決策者至少會經歷以下

幾個階段，分別是問題界定，以及替選方案的訂定、評估與選擇，其中涉及的

行動，包括掃描與蒐集資訊、確認與詮釋法定規則、與預測各替選方案的執行

結果，而 ANI在不同階段的適用性並不相同 （Etscheid, 2019）。

以問題界定階段為例，一般而言，問題的產生來源至少有二：一種是來自

組織外部，例如民眾的申請案件；另一種是由官僚組織內部提出，例如經過人

員判斷認為必須解決的問題。以 ANI的適用性來看，後者可能比前者更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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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的輔助。何以如此？一般民眾申請案件結構性較高，只要把審核指標與相

對應的權重置入傳統演算法中，就能執行大部分的審核工作。至於由官僚人員

主動發現的問題，通常是在大量且多元資訊之間進行分析、比對、彙整之後發

現的，若能倚賴具有學習能力的 ANI，由其蒐集、分類、評估來自各方的資

訊，並與目標狀態進行比較，在現狀偏離目標值時，及時警示相關人員，並提

供資料作為後續決策參考，必能更有效率地預防問題產生 （Etscheid, 2019）。研

究發現，公部門管理階層比非管理階層更願意使用 AI作為決策輔助工具 

（Huang, Kim, Young, & Bullock, 2021），顯然這與管理階層所處理的問題具有高

度複雜性有關。由此可知，ANI在各階段帶來的機會與挑戰，是公共行政領域

值得深究的問題。

（二） ANI對官僚行為的影響
不論官僚人員在前述哪一個階段使用 ANI輔助決策，都會面臨人機互動的

問題。人類在面對一個具有正確、效率與中立形象的機器時，對於機器給予的

建議，會有至少兩種判斷偏差。第一是基於社會心理學推論而來的自動化偏差 

（automation bias），即過度依賴機器；第二是基於公共行政研究中有關偏差的訊

息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而來的選擇性偏差 （selective bias），即基於既有

的成見而選擇性依賴機器。自動化偏差發生於官僚人員過度依賴 AI提供的建

議，即使其他資料來源顯示出相互矛盾的訊息，但決策者仍不為所動。這種現

象特別容易發生於傳統重度依賴自動化工具的領域，例如醫療照護。這一方面

是因為人類自認不如機器那般正確，進而放棄自己的判斷；另一方面可能是一

種認知上的惰性 （cognitive laziness），覺得倚靠 AI就不必費神蒐集資訊或做判

斷 （Alon-Barkat & Busuioc, 2022）。

選擇性偏差則與人類對特定人、事、物的刻板印象有關，指的是人類在面

對 AI提供的資訊或建議時，會傾向於尋找、詮釋、接受符合自己既有成見或信

念的資訊或建議。事實上，我們面對來自人類的資訊或建議時，就已經會有選

擇性偏差的傾向，而在機器中立的表象下，人們不用負擔歧視或偏見的指控，

更可能出現選擇性偏差。此外，機器像是一個道德緩衝器 （moral buffer），使決

策者容易產生心理上的距離感，認為有中立的機器撐腰負責，而忽略了人類在

決策過程中所應該扮演的角色、負擔的責任，以及道德感 （Alon-Barkat & 

Busuioc, 2022）。既然官僚人員是民眾與機器之間的中介，公共行政研究就無法

忽略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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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NI系統產出的影響
公共行政決策結果關乎公共價值，因此如何利用 AI提升公共價值 （public 

value） 也成為公共行政學者關注的議題 （黃心怡、曾冠球、廖洲棚、陳敦源，
2021）。在公共行政與公民之間的關係裡，公平 （equity）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公共

價值 （Jørgensen & Bozeman, 2007: 369），以下從公平的視角檢視 ANI的正負面

影響。

1. 正面影響─降低社會不平等

ANI技術有助於提升特定群體的福祉，也能積極防弊，使社會趨向公平。

前者例如協助視障者辨識環境，降低其移動障礙 （Alashkar et al., 2020），或是提

供醫療服務至資源匱乏地區 （Wahl, Cossy-Gantner, Germann, & Schwalbe, 

2018），後者則是藉由 AI學習與分析大數據的能力，針對不公平現象提供警

示，例如利用 AI技術矯正不平等，提升工作環境中的群體多樣性（Daugherty, 

Wilson, & Chowdhury, 2018）。誠如 Tito （2017） 主張的，潛藏於人腦中的偏見難

以現形，但存在於演算法中的偏見則較容易被識出，所以 AI技術能貢獻於社會

公平。

2. 負面影響─導致非意圖歧視

使用 ANI於公共政策可能導致特定群體遭受不平等的對待，此種現象稱為
ANI的 「非意圖歧視」（unintentional discrimination），又稱為 「非意圖潛在歧視」

（unintentional proxy discrimination），指的是 ANI沒有故意歧視的能力，卻造成

歧視的結果，而問題乃源於機器學習所使用的歷史數據。機器學習是依照人類

給予的目標指令，從看來毫無關聯的變數關係中找出通往目標的捷徑，做精準

預測，而往往正確性越高的 AI，其產出結果越難以被解釋清楚。機器學習所倚

賴的大數據，是人類歷史的縮影，也是人類社會各種判斷與決策的集合。歷史

中存在著的價值觀與偏見，與社會結構性因素導致的不平等，皆潛藏於大數據

中，藉由機器學習而成為 ANI判斷準則 （Borgesius, 2018; Prince & Schwarcz, 

2020）。

雖然 ANI已應用於許多政策領域，但目前有關 ANI非意圖歧視的相關研

究，仍屬刑事司法、警察執法、醫療照護三領域最多 （李翠萍等，2022）。在刑

事司法方面，ANI被用來進行罪犯的風險評估，預測再犯或累犯的可能性，進

而影響刑期與假釋判決 （Howard & Borenstein, 2018; Koepke & Robinson, 

2018）。相關文獻中被討論最多的，是一套由 Northpointe公司開發並廣受美國地

方法院使用的 「以替代性制裁為目標的罪犯矯正管理分析」（Cor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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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 COMPAS）。這套系統對

不同群體的判斷產生偏差，非裔 「偽陽率」（false positive rates） 比白人高，「偽陰

率」（false negative rate） 則比白人低 （Brenner et al., 2020; Chouldechova, 2017），2

而這些誤判導致有色人種被判處較長刑期 （Cockerill, 2020）。在警察執法領域，
ANI被利用於預測犯罪，但研究發現其不成比例地關注有色人種 （Madden et al., 

2017），導致特定群體被逮捕的機率較高 （Lum & Isaac, 2016; Saunders, Hunt, & 

Hollywood, 2016）。而在醫療照護方面，有研究顯示，ANI為病患進行風險評估

時，評估結果的正確性在不同群體之間有所差別 （Winter & Davidson, 2019），像

是非裔病人被評估為高風險的機率低於白人 （Takshi, 2021），而且非裔病人的風

險等級可能被低估，而白人則被高估 （Obermeyer et al., 2019）。

（四） 治理觀點下的制度設計
ANI決策輔助系統常被認為是個黑箱，其系統產出難以被完全回溯或解

釋，因此使用 ANI的風險就是難以控制。那麼，決策者面對一個無法被解釋的

系統產出，如何判定該資訊的可參考性？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基於 AI建議而做

成的決策一旦傷害民眾福祉，該如何追究責任？ ANI作為決策輔助系統，有沒

有可能被蓄意或非蓄意地誤用？要回答這些問題，需釐清 ANI的風險並從中思

索有效的治理原則。Wirtz, Weyerer, & Kehl （2022） 為建構一個 AI治理架構，從
AI治理文獻中，整理出 AI相關的六大風險類別與相應的指導原則，分別是技

術、資料與分析類 （technological, data, and analytical）、資訊與溝通類 

（inform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al）、經濟類 （economic）、社會類 （social）、道

德類 （ethical）與合法與監管類 （legal and regulatory）。依照不同類別的風險定義

與影響範圍評估，落實相應的指導原則於政府部門中，將抽象的原則具體化，

成為治理措施或法定規則。由於 ANI已應用於各政策領域，公共行政學者必須

在 ANI治理上，加快研究步伐，更應前瞻性的為 AGI與 ASI進入政策領域做準

備。

三、  結語

在數位科技發展快速的時代，ANI已經逐漸深入各類公共政策領域，而公

共行政學者也開始正視 ANI在官僚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造成的影響。作為決

2  偽陽即被判斷為高風險但卻沒有再犯，偽陰是被判斷為低風險卻再犯。



16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4卷 1期．111年 12月

策輔助系統，ANI不僅提升行政效率，使公務人力不再耗費於繁瑣而重複的工

作，也能有效率地服務社會弱勢，促進社會公平。然而，歷史大數據中所潛藏

的結構性不平等與人類長久以來的歧視與偏見，使得 ANI的使用更具有挑戰

性，在人機互動之下，官僚人員如何降低自動化偏差與選擇性偏差，以對 ANI

的非意圖歧視提高警覺，並進而規劃適合 ANI、AGI、ASI應用於公部門的治理

機制，將是未來公共行政領域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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